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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认同研究

10—13 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
“中国”认同

赵永春，王 观

(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10—13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以来又一个中原汉族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并立、对峙时
期，辽、宋、西夏、金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它们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却出现了部
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极具魅力和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
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试图跻身“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行列所向往的对象。正是因为“中国”认同，各个
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才形成了今天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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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王朝两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的并立时期，各个政
权的“中国”观和“中国”认同不仅关系到各个政权的“中国性”问题，还关系到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及其
疆域的形成问题。近年来，有关辽、宋、西夏、金的“中国”观及“中国”认同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发表
了一系列文章，［1 － 6］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这些研究多是仅就某一政权的“中国”观或“中国”认同问题
进行探讨，少有综合性论述，且在各个政权的自我“中国”认同问题尤其是“他者”认同等方面，还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等等。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认同问题进行综合考察，从中总结
出中原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期“中国”认同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一、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
辽、宋、西夏、金时期虽然是民族政权并立且经常打得不可开交的对峙时期，但却出现了一个十分有

趣的现象，那就是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
( 一) 中原汉族政权的“中国”观
北宋和南宋自我认同为历史上汉族政权和中原政权的接续者，一直自称“中国”，并无疑义。北宋大

臣苏洵说:“国家分十八路，河朔、陕右、广南、川峡实为要区。何朔、陕右，二虏之防，而中国之所恃以
安”①［7］100。苏洵所说的“国家分十八路”，是指北宋天圣( 1023—1032 ) 年间以后设置的 18 路，他将“中

①“何朔”，宋刻本《嘉祐集》作“河朔”，是。此处作“何”，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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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词，与“二虏”对举，用以指称北宋“国家”的意思十分清楚。据记载，宋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
目。上还宫，谓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 ‘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 ‘当以遗虏主。’左右皆
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8］6。宋仁宗所说的
“中国”无疑是指北宋。另外，北宋末年方腊在起兵反宋时称:“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
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9］236，“二虏”指的是契丹、西夏，而“中国”则是指北宋。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把自建炎三年( 1129 ) 十二月以来，张俊、陈思恭、吴玠、韩世

忠、杨沂中、刘锜、李宝、邵宏渊、虞允文、张子盖等南宋将领率军打败金人的一些战役称作“此皆渡江以来
中国胜捷之可称者也”［10］449，明确地将渡江而南偏安于临安的南宋称为“中国”。南宋中后期，权臣韩侂
胄北伐金国，宋将吴曦叛附金国，李道传十分愤怒，遣其客间道持书遗安抚使杨辅曰:“彼素非雄才，犯顺
首乱，人心离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缚也。诚决此举，不惟内变可定，抑使金知中国有人，稍息窥
觊”［11］12 945。再如南宋后期，大臣乔行简曾说:“金有必亡之形，中国宜静以观变”［11］12 489 ;真德秀也曾上疏

说:“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盖金亡则上恬下嬉，忧不在敌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11］12 958，这

几则史料都是将“中国”与“金”对举，用来指南宋。
可见，北宋和南宋自始至终都自我认同为“中国”。
( 二) 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观
1． 契丹族政权———辽
辽人自建国伊始就自我认同为“中国”，自称“炎黄子孙”［12］。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由于慕汉高祖刘

邦，故改契丹耶律氏为刘氏，又“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13］1 198，认同刘氏和萧氏为其先祖。辽
太祖曾经问大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大臣们多主张先敬祀佛教，辽
太祖不同意，说:“佛非中国教”。辽太祖长子耶律倍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辽太祖听后，非常
高兴，立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3］1 209。在这里，辽太祖明确表示佛非中国教，而我们是中国
人，所以中国人不能首先尊崇佛教，而是应该尊崇中国的大圣人孔子创立的儒教，自我认同为“中国”的
意思十分明显。辽道宗时期，大臣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
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13］1 455。刘辉在此明确用“中
国”一词指称契丹政权。辽末天祚帝时期刻写的《鲜演大师墓碑》中有“大辽中国”［14］668一语。可见，辽
人自始至终一直自我认同为“中国”。

2． 党项族政权———西夏
李元昊建立的西夏，虽然没有明确自称“中国”，但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思想意识却时时隐现。如李元

昊曾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11］13 995①，自称先祖为北魏拓跋氏，他仿照北魏孝

文帝“改姓为元氏”［15］179的做法，也“改姓元氏”［16］。② 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族鲜卑人自称是黄帝子“昌意少
子”之后，谓“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15］1，故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鲜卑拓跋氏一直自称
“炎黄子孙”，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之后的目的就是自称“炎黄子孙”，欲效仿拓跋鲜卑建立北魏政权而称帝
建国。西夏使者贺九言明确表达了这方面的意思: “元昊为众所推，盖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皇，又何不
可?”［17］2 950范仲淹曾致信李元昊称:“大王又以拓跋旧姓之后，且尧、舜、禹、汤固有后裔，复可皆立为帝。若
大王之国，有强族称单于鲜卑之后，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 此大王未思之甚也。”［17］3 087范仲淹在此反对

李元昊称帝，却从侧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李元昊的确曾自称为鲜卑族拓跋氏之后，由此可见，西夏党项人

①

②

《西夏书事》卷 13记载相同。司马光《涑水记闻》卷 11 作“臣本自祖宗出于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见
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 21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3宝元二年正月辛亥条作“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
遗业也”，见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2 893页。所记文字稍异。
有人不赞成李元昊“改姓元氏”之说，认为李元昊改姓“嵬名”( 于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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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为“炎黄子孙”，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西夏自然就是“中国”。
尽管学界对西夏拓跋氏族源是否为鲜卑拓跋氏问题存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西夏自我认同为拓跋

鲜卑之后是“高攀”“冒认”［18］257 － 262。即便如此，也说明西夏对拓跋鲜卑具有同祖认同意识，具有自己也
是“炎黄子孙”的认同意识。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已经明确自称“中国”①，李元昊自称拓跋鲜卑
之后并效仿北魏建立政权，自然有“中国”认同意识。
西夏以“夏”为国号，虽然被人认为是“乃西夏纯窃中国禹称大夏，或因赫连勃勃昔称大夏之故地，遂

袭用之”［19］660，但是西夏袭用历史上夏朝的国号的做法，寓有继承华夏、汉族政权之意，明确表达了“中
国”认同的意思。

3． 女真族政权———金
女真人建立的金在进入中原以后，依据“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的传统“中国”观，自我认同为

“中国”。如《金史》记载，完颜亮嫡母徒单氏激烈反对完颜亮发兵攻宋，说:“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
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20］1 506，意即完颜亮发兵攻宋会在物质和人力等方面给金

带来沉重负担而致其疲惫不堪。其中的“中国”，不是指宋朝，应该是指金政权自身。金朝后期，文史大
家元好问曾说:“公大夫士仕于中国全盛时，立功立事，易于取称，故大定、明昌间多名臣”［21］115 － 116。“大
定”( 1161—1189) 是金世宗年号，“明昌”( 1190—1196 ) 是金章宗年号，认为这两个时期乃“中国全盛
时”，即金朝的全盛时期。金哀宗即位，元好问撰《贺登宝位表》，称“中国之有至仁，无思不服，圣人之得，
大宝咸与维新”［21］48。元好问称赞金哀宗为“中国”圣人，也就暗示金朝为“中国”。再比如金末名儒李俊
民在《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中说: “春秋法，自中国雅废以来，天道在北，日寻干戈，无异于春秋之
时”［22］1 221，意即蒙古兴兵攻金以后，犹如春秋战乱“中国雅废”之时，所说“中国”虽然有指称“中国文化”
之涵义，但也有用来指称金朝的意思。可见，女真族金人政权自始至终也一直自我认同为“中国”。
以上可以看出，10—13 世纪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但各族政权都不约而同地自称是“炎黄

子孙”，自我认同为“中国”，无疑是“中国”具有无穷魅力并得到各族各政权青睐的表现。

二、中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

正统与“僭窃”“偏安”相对，出自儒家圣经《春秋》一书，又称法统、道统、礼仪之统，意思是以宗周为
正，尊先王法五帝，为天下一统。其中包括血统上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及文化上的华 /夷之辨，以获得政治
上的统治合法性。本文所讨论的正统主要是指政权的合法性。
在民族政权对峙时期，宋、辽、西夏、金各个政权在自称“炎黄子孙”“中国”的同时，为了表明自己所

建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又都自我认同为“正统”。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我认同为“中国”与自
我认同为“正统”是一回事，也就是说，自我认同为“正统”就是自我认同为“中国”。应该说，二者确实有
一定的关联性，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和“正统”作为二个词汇，细分起来，仍然是两个概念。［1］如
宋、辽、西夏、金各个政权在自我认同为“中国”与自我认同为“正统”方面，就存在着同步与不同步的
差异。
( 一) 中原汉族政权的“正统”观
北宋王朝自中原起家，继承中原政权为“中国正统”的传统思想观念，建国以后一直以“中国正统”自

① 北魏自称“中国”的史料很多，如北魏太和十六年( 492) ，宕昌王弥机朝于北魏，“殊无风礼”，朝罢，北魏孝文帝对大
臣们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宕昌王虽为边方之主，乃不如中国一吏”，参见魏收《魏书》卷 101《宕昌羌传》，中
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 242 页。所说“中国”虽有历代中原或汉族王朝的含义，但这里实际上是将宕昌王不如北魏的官吏
说成是“不如中国一吏”，用“中国”指称北魏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亦可参见王德忠《隋代王通的“中国”观及其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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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自我认同为“中国”并自我认同为“正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
祖即位不久，有司即按照中国古代有关正统学说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五德终始”学说上奏朝廷曰:“‘言
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17］10，宋太祖采纳了有司建议，正式确
立了北宋继承后周木德而为火德的正统思想和国策。后来虽然有人在“五运”学说即是否继承后周木德
的问题上存有不同认识，但以北宋为正统王朝的思想观念却根深蒂固，从来没有出现异议。
金灭北宋，宋高宗重建宋朝，命幕府官属聚议讨论南宋改元所用年号问题。耿南仲等人认为，宋高宗

“再造王室”，应该继承北宋，重兴宋朝，谓:“宋以炎德王”，南宋所使用的年号应该有“炎”字，于是黄潜善
即主张“定为炎兴”。耿南仲认为“炎兴”是蜀国用过的年号，不能用，谓: “艺祖开基，改元建隆，累圣相
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绍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23］741，也就是取宋太祖“建隆”年号
之“建”字，取北宋以火德为正统的“炎”字，遂定年号为“建炎”，以突出南宋是北宋“中国正统”继承者的
内涵。宋高宗采纳了耿南仲的建议，下诏改元曰:“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
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23］741 － 742。在这里，宋高宗之所以改
元“建炎”，主要是因为北宋“火德中微”，要中兴北宋正统，于是就用了有两个“火”字的“炎”字，具有重
新兴复北宋“正统”王朝的强烈愿望。［10］92宋高宗所确立的兴复北宋“正统”王朝的国策，一直为后人所沿
袭。不管南宋如何偏安一隅，甚至一度向金称臣，但南宋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的理念却一直没有放
弃，相反却日加强烈。
( 二) 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
1． 辽政权的“正统观”
辽人虽然自建国初就自称“炎黄子孙”和“中国”，但并没有一开始就自称“正统”。据《册府元龟》记

载，辽太宗灭亡后晋之时，从后晋手中得到了冒称“秦始皇作”的假的传国玺。［24］1 799大约是因为当时的辽

人还不清楚历史上有关“以得玺者为正统”［25］127的传统，或者他们当时还没有自称“正统”的想法，所以他
们对这枚传国玺并未重视。直至辽圣宗太平元年( 1021 ) ，辽圣宗萌生了称“正统”的想法，才“遣骨里取
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13］189，并作《传国玺诗》云: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

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26］310，正式自我认同为“正统”。辽兴宗重熙七年( 1038 ) ，辽兴宗又“以《有传
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13］914，将辽人承后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发展到高潮。此后，辽人一直以“正
统”自居，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试图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态势。

2． 西夏政权的“正统”观
西夏没有进入中原，历来被视为局促一隅的区域性政权，没有被列入“正统”王朝系列，但是西夏为

了争取其政权的合法地位，也自我认同为“正统”。据史书及考古文献记载，西夏还有一个用西夏文称呼
的国名。这个西夏文国名译作汉文为何，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将出土的西夏文碑铭以及各种
西夏文文献中所出现的西夏自称的国名译作“白上国”或“大白上国”。［18］264 － 268近年又根据西夏汉文佛经
《佛说圣大乘二三归依经》题记等文献中有汉译国名“白高”字样，认为西夏国名应该正确译作“白高国”
或“大白高国”。西夏自称“白上国”或“白高国”的涵义是什么呢? 学者们认识也不一致。吴天墀认为，
西夏自命“西朝”，在中国五行相配学说中，西方属金，主白色，因喜好白色，故以色尚称国。西夏称自己
的政权为“白上国”，是为了适应其政治需要，包含了深刻的意思。［27］34 － 37王炯、彭向前进一步发挥了吴天
墀的观点，认为西夏以色尚定国名为“白高国”或“大白高国”，“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
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28］，即认为西夏定国名为“白高国”是他们具有自我认同为“正
统”的意思。
另据史金波等先生介绍，西夏还有“南瞻部洲大白高国”的称呼［29］14。南瞻部洲是佛教有关世界地理

体系构想的“四大部洲”之一，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天竺等国在内。因其处于天下之中，有人也称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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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但也有人依据“中国为南潬部洲”［30］2 212之意，用“南赡部洲”指称华夏之邦。郑樵则主张“释氏
谓华夏为南赡部洲”［31］528。西夏自称“南赡部洲”，不管是指包括天竺等国在内的“中国”，还是仅指华夏
之邦的“中国”，都有西夏属于“南赡部洲”即属于“中国”的意思，也就是说西夏所称的“正统”，也具有
“中国正统”的意思。如是，则可以看出，西夏政权面对各民族政权的并立对峙，也自我认同为“正统”，以
标榜所建政权的合法性，目的是要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3． 金政权的“正统”观
与辽先自称“中国”而后自称“正统”不同，金则是先自称“正统”而后自称“中国”。据《大金吊伐录》

记载，金人反辽建立政权之后，即派遣使者赴辽请求册封，试图让世人承认女真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承

认辽朝具有“正统”地位。到了金灭辽以后，金太宗开始以继承辽朝“正统”而自居，并向宋人宣示:“今皇
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32］117，表明金太宗时期已经明确自称“正统”了，不过，那时金所自称的“正统”，

还不是整个“中国”的“正统”，只是继承了仅有半壁江山且被视为“夷狄”的辽政权的“正统”。
金熙宗迫使南宋向金称臣纳贡后，不再满足于继承辽朝半壁江山的正统，开始依据金政权在“封贡体

系”中的优势地位，明确地自称“中国”，并将金政权重新塑造成为整个中国的正统王朝。海陵王完颜亮
不满足于南宋等政权对其俯首称臣的现状，又依据“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20］1 883，“天下一
家，然后可以为正统”［20］2 783等理论思想，发动了灭亡南宋的战争，试图让整个“天下”都承认金政权的“中
国正统”地位。由于灭亡南宋的战争没有成功，所以继任的金世宗不再强调“混一天下”方能称“正统”的
观点，认为“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20］694，故仍然可以称“正统”。金世宗除了像金熙宗一样根据
金朝在“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自称“正统”以外，还强调“有功有德”［33］60者应该为“正统”，并向天下
宣示:金朝皇帝是“有功有德”的皇帝，应该称“正统”。
金章宗又因袭历史上影响最大且意义深远的“五德终始”的“正统”理论学说，为金人自称“正统”寻

找新的理论支撑，遂开展了大规模的“德运”问题大讨论，并以“继宋火德为土德”的金朝是北宋“正统”王
朝的继承者的身份诏告天下，“更定德运为土”［20］259。金宣宗时期，金人由于不满意有关“继宋火德为土
德”的“正统”定位，在蒙古已开始攻金的形势下，又对金代“德运”问题重新进行大讨论，后来因为全力应
付蒙古攻金战争而不了了之，但是这反映了金人自我认同为“中国正统”的强烈愿望。可见，金政权自始
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正统”地位的追求。

三、他者视野中的“中国”认同

由上可知，这个时期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但能否得到他者的认同则
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当时各个政权之间对其他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持什么
态度? 或者说各个政权之间是否也认同对方的自我认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十分棘手的问题。笔者查
阅史料发现，中原汉族政权宋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他们为“正统”;而辽、西夏、金在
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称“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
认识。
( 一) 宋人既不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也不认同他们为“正统”
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控制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多抱着只有汉人及其政权、中原及中原政

权才是“中国”“正统”的传统观念，不承认辽、西夏、金是“中国”，是“正统”。南宋政权尽管偏安于淮水
以南一隅，但他们依旧认为只有汉人及其政权才是“中国”，才是“正统”，仍然强调自己是汉人建立的政
权，强调自己是北宋“中国正统”的继承者，并自诩为“中国”道统的传承人，以老大自居，独据“中国”及
“正统”地位。他们尽管一度向金朝称臣，但仍然不承认金朝是“中国”及其“正统”地位。
从宋人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我们随处可见宋人坚持“内中国，外夷狄”［34］卷6《襄公》，［35］卷23《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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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强调“华夷之辨”“用夏变夷”等传统认识的记录，随处可见称辽、西夏、金为“夷”“狄”“戎”“夷狄”“戎
夷”等记载，随时可见宋人自称“中国”的记录，却唯独不见宋人认同辽、西夏、金为“中国”、为“正统”的
记载。这些充分说明宋人不承认辽、西夏、金为“中国”，更不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
( 二) 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
中国历史上，主要以中原 /中原政权、华夏汉族 /华夏汉族政权为“中国”，两宋是汉族建立的中原政

权，符合“中原及其中原政权是中国”“汉族及其所建政权是中国”的传统认识，自称为“中国”，没有疑义。
而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自我认同为“中国”，则属于违反传统“中国”观念的另类认识，常常被视为“攀
附”“冒充”等等。既然是“攀附”“冒充”，就无法否定他们所“攀附”“冒充”的对象，即他们在自我认同为
“中国”的同时，无法否认握有传统“中国”观念优势的两宋政权的“中国性”，故常常在自我认同为“中
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如辽、西夏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从未否定宋人也是“炎黄子
孙”;西夏在自称“西朝”的同时，称宋朝为“东朝”“东国”，就隐含有“西朝”“东朝”是一家，同为“中国”
的意思;辽人在自称“北朝”的同时，称北宋为“南朝”;金人在自称“北朝”的同时，称南宋为“南朝”，也具
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同为“中国”的意思。可见，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没有否定宋朝“中国性”［36］的
意思。因此，辽夏金认同宋朝为“中国”的史料也频繁见于史书。
辽朝自建国初就以“中国”自居，但他们仍然称宋朝为“中国”，这方面的史料屡见不鲜。有人不赞成

辽人自建国初就以“中国”自居的观点，认为辽人直至辽兴宗以后“中国”意识觉醒，才开始自称“中
国”。［37］即便按照这种观点，也能看出辽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因为辽兴宗自称
“中国”以后，称宋朝为“中国”的史料仍然频繁见于史书。比如辽兴宗重熙十七年( 1048) ，宋人韩综出使
契丹，称其父韩亿曾经出使过契丹，辽兴宗非常高兴地说:“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17］3 919。

辽兴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辽兴宗的继任者辽道宗是一个明确称辽为“中国”的皇帝，
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他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如辽道宗曾向宋朝
表示想看宋仁宗“御容”，宋朝遂按照辽道宗的要求，派人将宋仁宗画像送到辽朝，辽道宗“盛仪卫亲出
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38］4。辽道
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再如辽道宗大康八年( 1082) ，宋朝派遣韩忠彦出使辽朝，彼时
宋夏之间重燃战火，辽朝参知政事王言敷在陪同韩忠彦宴会时曾问: “夏国何大罪，而中国兵不解
也”［17］7 923，指责宋朝对夏用兵，这里所说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指宋朝。辽道宗大安二年( 1086) ，辽人听
说宋人起用司马光为相，“敕其边吏曰: ‘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17］9 415，此处的“中国”，也应
该是指宋朝。辽道宗大安八年( 1092) ，辽道宗因西夏屡次遣使求援，“拟遣枢密使牛温仁泛使中国，诘问
兵端”，一些大臣对辽道宗说:“其非中国敌，岂可因之弃吾旧盟”，意思是西夏不是宋朝的对手，不能因为
西夏的请求而影响辽宋之间的友好关系。辽道宗听了大臣们的议论，觉得很有道理，遂“罢温仁不
遣”。［39］526辽人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是指宋朝。可见，在学界普遍认同辽兴宗已经自我认同为“中国”

以后，辽人仍然称宋朝为“中国”，说明辽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把宋朝排除到“中国”
之外。
西夏有自我认同为“中国”的思想意识，但西夏自始至终都称宋朝为“中国”。如宋人从西夏李继捧

手中得到绥州、银州、夏州等州以后，宋太宗“诏绥、银、夏等州官吏，招引没界外民归业”［39］317。李继捧族
弟李继迁害怕部下人心涣散，对亲信张浦说: “我宗社久墟，蕃众饥敝。今中国以财粟招抚流民，亲离众
散，殆不可支”，张浦说:“宋兵遍驻银、夏，势难与争”。［39］317从张浦所说“宋兵”来看，李继迁所说的“中
国”就是指宋朝。李元昊时期，数次与宋朝发生边境冲突，李元昊从父李山遇劝谏李元昊说: “中国地大
兵多，关中富饶，环庆、鄜延据诸边险要，若此数路城池尽修攻守之备，我弓马之技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
售，一二年间必且坐困，不如安守藩臣，岁享赐遗之厚，国之福也”［39］392，希望李元昊与宋朝保持和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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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李元昊不听李山遇劝谏，后来准备进攻镇戎等地，与张元等商议。张元说:“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
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39］420李
元昊临终遗言:“异日势衰力微，宜附中国，誓不可胁从契丹。中国仁爱而契丹负心，若附中国，则子孙安
宁，又得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族被戮无孑遗矣。”［17］7 568西夏李山遇、张元、李元昊所说的“中国”，都
是指宋朝。再比如西夏惠宗大安八年( 1082) ，夏国南都统嵬名济遣所得俘囚赍书于宋，称: “夫中国者，
礼义之所存，出入动止，猷为不失其正。苟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事乖中国之体，
岂不为外夷之羞哉”［17］7 979。西夏崇宗天仪治平二年( 1087) ，西夏权臣梁乙逋听说宋朝将在兰州城西关
堡筑龛谷寨，移牒宋朝言:“界内朱梁川系本国地土，中国不得擅有兴筑”［39］514。梁乙逋独断专权，曾夸耀
于众曰:“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39］528。西夏崇宗贞观三年( 1103 ) ，崇宗庶弟李察哥曾
向西夏朝廷建议:“羌部弓弱矢短，技射不精。今宜选蕃、汉壮勇，教以强弩，兼以摽牌，平居则带弓而锄，
临戎则分番而进。以我国之短，易中国之长，如此则无敌于天下矣”［39］546。嵬名济、梁乙逋、李察哥所说
的“中国”，都是指宋朝。以上均可看出，西夏无论是在萌生“中国”认同意识之前，还是萌生“中国”认同
意识之后，始终都认同宋朝是“中国”。
金人在自称“中国”之前，也一直称北宋为“中国”。到了金熙宗时期，金人开始自我认同为“中国”

后，金人虽然主要称金朝为“中国”，但有时也承认南宋是“中国”。如金熙宗皇统四年( 1144) ，宋人宋之
才赴金祝贺金熙宗生日，在其所撰《使金贺生辰还复命表》中记载，金熙宗曾问他:“宋国，大国，小国?”宋
之才回答说:“非大国，非小国，乃中国耳”［40］640。文中没有记载金熙宗对宋朝自称“中国”表示反感，说明
金熙宗在他们自称“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宋人称“中国”。海陵王完颜亮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史
料频繁见于史书，但完颜亮仍然称宋朝为“中国”。比如金天德三年( 1151，即宋绍兴二十一年) ，宋朝派
遣巫伋等赴金祈请山陵及宋钦宗等，完颜亮在巫伋回答完请归“皇帝”宋钦宗后，说: “此是汝中国事，当
自理会”［41］254①。这里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表明完颜亮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
金世宗大定八年( 1168) ，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册命仪》中称:“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33］99，说明
金人学习“中国”的立太子制度，按照礼经的思想立嫡子为太子。此处的“中国”不会指女真，应该是指汉
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两宋是汉人建立的政
权，按此理解，金世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似乎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意思。金朝末年，刘祁
说，金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42］137，其中的“中国”，有
文化的涵义，但不会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汉文化”，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所建政权的文化，南宋是汉人建
立的政权，其文化也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如是，刘祁所说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将南宋文化排除到中国
文化之外的意思。说明金人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而且也没有将南宋排除
到“中国”之外的意思。
( 三) 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正统”，而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上观点不一
辽圣宗称“正统”后，辽人由于对中国古代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关系确定“正统”的“五德终

始”学说已有所了解，便开始将宋朝打入闰位，不再承认宋朝的“正统”，这一点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反
映，而且多处记载辽人试图凌驾于宋朝之上的企图。比如庆历二年( 1042) ，宋辽讨论每年宋朝给辽增加
岁币问题，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辽兴宗提出“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后来又“改
为‘纳’字”，宋人富弼不同意用“献”字也不同意用“纳”字，但宋仁宗则“许称‘纳’字”; ［17］3 292 － 3 293而辽人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影印许涵度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574 页，“中国”则作“国
中”。据邓广铭等学者研究，许涵度光绪三十四年刻本所据彭元瑞家藏抄本，是四库全书所用底本。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影印本，第 352 册，第 252 页) ，此处也作“中国”，似许涵度光绪三十四年刻本有误，应以袁祖安
光绪四年活字本和四库全书本的记载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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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来的史料却记载，当时双方争论的是“贡”字，而非“献”字或“纳”字。［13］1 323，227，1 395，1 403无论当时争论

的是“贡”字，还是“献”“纳”字，都说明辽人已经产生了自己称“正统”但不承认宋朝是“正统”的思想
意识。

西夏则不同，他们虽然也产生了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同为“正统”的思想意识，但一直承认宋
朝是“中国”、是“正统”，从未将宋朝打入闰位。据《西夏事略》记载，西夏也想独立以取得与宋朝对等的
地位，但一直没有获得完全独立，一直接受宋朝册封，向宋朝“称臣，禀正朔”［43］5，与宋朝国书往来不能书
写西夏年号，否则就会受到宋朝的谴责，等等。
金人最初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后来以取代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金熙宗重塑“正统”，但

并未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确立金朝“正统”的承继关系，似乎仍然承认宋朝为“正统”。金章宗开始发起
大规模的德运问题大讨论，最后以“继宋火德为土德”诏告天下，明确了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的关
系，即承认北宋的“正统”地位，但却将南宋降至非正统地位。金宣宗时，由于人们对“继宋火德为土德”
即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存有不同认识，又重新展开德运问题大讨论，后来，虽然因为蒙古进攻而没
有更改金朝“土德”的德运，但仍然反映出金人对是否应该承继北宋“正统”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形成
一致意见。金章宗和金宣宗时期“德运”问题讨论，确有将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的意图，但从后来朝野
议论的情况来看，仍然有人承认南宋的“正统”地位。

四、“中国”认同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10—13 世纪，尽管各自在“正统”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但是在“中国”认同问题上却持有同样的观
点，均自认为“中国”，甚至承认他者的“中国”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 一) 复数“中国”的发展及他者的逐渐认同
罗志田先生曾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周、卫、齐、鲁、晋、宋等国都称“中国”的现象指出: “居天下之中的

‘中国’概念”“有一个由复数到单数的过程”，到了秦统一以后，复数的“中国”变成了单数的“中国”，“中
国”主要是指“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44］，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夷狄”。宋、辽、西夏、金时期，各
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中国”，其居住范围超越了华夏地区，不但说明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复数“中国”的
现象，还打破了“中国”仅指华夏人居住的“政教所及之区”而不包括“夷狄”的认识。辽、西夏、金在自我
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人为“中国”，出现了辽、宋、西夏、金同为“中国”的思想认识。
当时，宋人虽然不认同少数民族是“中国”，但到后来也出现了一些细微变化，出现了个别宋人在自

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偶尔称金朝为“中国”的现象。如宋人陈亮就曾在上宋孝宗皇
帝书中，劝宋孝宗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建议宋朝经略荆襄，“以争衡于中国”。［45］4 － 8这
里所说的“中国”，既有依据传统的“中原即中国”的理念称中原地区为“中国”的意思，也有称占据中原地
区的金朝为“中国”的意思，无疑是对金朝也是“中国”的一种承认。台湾学者王明荪也认为，个别宋人所
说的“中国”，也有用中原指称“中国”并进而用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指称“中国”的意思［3］8 － 24。如宋人杨
存中在完颜亮南侵，金世宗在东京( 今辽宁辽阳) 自立时说: “葛王( 金世宗) 既立于尔邦，西兵已兴于中
国”［23］1 776① ;洪迈在接伴金使期间对金朝使者说:“唯界首一事，旧以淮为境，至中国取接”［23］1 790② ; 倪思

在宋光宗不肯向太上皇宋孝宗问安期间出使金朝，行前请示宋光宗说:“陛下屡愆问安之期，中国犹知有
疾也，脱虏酋以为问，臣将何辞”［46］15等。

这种辽、宋、西夏、金都是“中国”的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只有汉族及其政权才是“中国”的传统认识，

①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大化书局本、四库全书本“西兵”作“而大兵”，似是。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大化书局本“充”作“先”，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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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现了辽、宋、西夏、金互相认同以及后来也有人承认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发展趋势。
比如由宋入元的家铉翁即对金人元好问的“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等赋予“中州”
“中国”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义表示赞赏［47］65，无疑也有认同金朝为“中国”的思想倾向。同为由宋
入元的郑思肖更是提出了少数民族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新的认识。他在《心史》中认为，“普六茹坚，
乃夷狄”的杨坚所建立的隋朝，“实夷狄之裔”的李渊建立的李唐王朝，“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所建
立的五代政权，都可以“列之于中国”，但“不可以正统言”［48］34。郑思肖虽然不承认这些“夷狄之裔”所建
立的政权为“正统”，但承认他们是“中国”，出现了承认一些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也可以称“中国”的发展趋
势。朱元璋原本华 /夷之辨思想比较严重，逮明朝建立后，在给高丽国王的书信中，将辽、金、元帝王与汉、
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称为“中国帝王”，［49］756并没有将辽、金排除到“中国”之外，也就是说，辽、

宋、西夏、金自我认同为“中国”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同［50］，说明不仅这个时期出现了辽、西夏、金认同宋朝
为“中国”以及个别宋人认同金朝为“中国”的发展趋势，后世也出现了一部分人认同辽、宋、西夏、金都是
“中国”的发展趋势。
( 二) 多“正统”并存及逐步认同
秦汉以来形成的以“五德终始”为理论基础的“正统”学说，讲求上承下传，是一种上承只能承一个政

权，下传也只能传一个政权的单线终始循环的“正统”发展模式。10—13 世纪，开始出现打破这种单线发
展模式的趋势，产生了“正统”可以是多个的思想观念: 不仅各个政权都自我认同为“正统”，也出现了个
别政权认同其他政权为“正统”的思想倾向。
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西夏有自称“正统”的愿望，但西夏同时向宋朝和辽朝称臣纳贡，既承

认宋朝的“正统”，也承认辽朝的“正统”，无疑是一种多“正统”模式。宋人司马光在论述魏晋南北朝多政
权并立的历史时，曾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

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51］2 187在司马光看来，

在多政权并立时期，不能仅仅确定一个国家为“正统”，而视其他国家为“非正统”，应该像对待“古之列
国”一样，同等对待。要称“正统”的话就应该都承认他们是“正统”，如果不称“正统”的话就都不是“正
统”。这种思想认识，无疑是一种无“正统”或多“正统”的思想认识。金人王若虚在“正统”问题上宣称:
“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52］149，认为“天下非一人之所独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据而并立……岂有必皆
扫荡使归于一统者哉”［52］67 － 68，也是一种多“正统”的思想认识。

确实，金人对“正统”的认识，一直存在多“正统”的观念。金人最初承认辽朝为“正统”，建国之初即
派遣使者请求辽朝册封。灭辽以后又标榜取代辽朝“正统”的地位而自为“正统”，实际上还是承认辽朝
为“正统”。金熙宗重塑“正统”以后，似乎也没有否定辽朝的“正统”地位。“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
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37］，金熙宗皇统( 1141—1149) 年间
曾诏令耶律固、萧永祺等人撰修《辽史》。金章宗即位之初又命移剌履等重修《辽史》，泰和六年( 1206) 又
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专修《辽史》”［20］277，等等，都说明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一直承认辽朝是“正统”，但
同时也没有将宋朝排除到“正统”之外的意思。他们灭亡辽朝和北宋，强调“辽宋郡邑，归我版图”［23］1 289，

官制改革“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0］1 216，称皇统年间撰成的《皇统制》“参辽宋之法”［20］1 015，等等，均强调金

朝的各项制度及其文化在承袭辽朝的同时，也承袭宋朝，表明金人在以辽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同时，
也以宋朝“正统”继承者自居。金章宗通过德运问题大讨论确立金朝以承宋火德为土德，明确了金朝继
承北宋“正统”的关系，并试图将辽朝和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但在朝野之中仍然有人不愿意将辽朝和
南宋排除到“正统”之外。到了金朝灭亡的 1234 年，几位金朝遗民讨论将来如何修国史的问题时，有人主
张采用《晋书》体例，以两宋为“正统”，将辽、金列入载记。修端等人强烈反对，认为宋和辽是南朝和北朝
的关系，南宋向金“称臣侄”，不能仅以两宋为“正统”，如果“以居中土者为正”“以有道者为正”，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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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辽金排除到“正统”之外。因此，他主张，将来修史时应仿照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体例，以辽、金历
史为《北史》，以两宋历史为《宋史》和《南宋史》，既承认辽金为“正统”，也承认北宋和南宋是“正
统”，［53］①打破了传统的“正统”单线发展模式，正式提出了“正统”也可以是多个的多线发展的思想和
主张。
( 三) “正统”观对后世的影响
元朝灭亡南宋以后，元朝皇帝屡次下令纂修辽宋金三史，都因为对辽、宋、金的“正统性”认识不一，

编修体例确定不下来，而无法展开真正的修史工作。直至元代至正三年( 1343) ，右丞相脱脱再次请修三
史，最后拍板确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54］44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使
辽、宋、夏、金时期出现的“正统”不一定是单线发展，也可以是多线发展的思想和主张得以实施。这不仅
打破了少数民族不是“中国”的传统认识，也打破了少数民族政权不可以为“正统”的传统看法。后世对
这种多“正统”发展模式虽然存在不同认识，但都将元朝按照多“正统”模式修撰的《辽史》和《金史》列入
“中国正史”系列，无疑是对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这种多线发展模式的认可。

五、结 语

10—13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民族政权并立对峙时期，各个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自我认
同为“正统”，虽然没有得到他者的完全认同，但却出现了部分他者逐渐认同的发展趋势。
辽、西夏、金在自我认同为“中国”的同时，也认同宋朝为“中国”，但在是否认同宋朝为“正统”问题上

存在不同认识:辽人不承认宋朝为“正统”，西夏则承认宋朝为“正统”，金人承认北宋为“正统”，但在是否
承认南宋为“正统”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宋人既不认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为“中国”，也不认同它们
为“正统”。宋金后期，金人中出现一部分人承认辽、宋、金都是“正统”的现象，宋人中也出现一些个别人
承认金朝为“中国”的现象。元修辽、宋、金三史，在辽、宋、夏、金出现复数“中国”和“多统”思想的基础
上，承认了辽、宋、金都是“中国”都是“正统”的历史地位，打破了少数民族不能称“中国”不能称“正统”
的单线发展模式，创立了“中国”和“正统”的多线发展模式。
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的涵义，具有聪明、睿智、文化水平高

即“文化中心”的涵义，而且还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陈玉屏认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
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55］，胡阿祥则认为“中国”是一个美称②。作为“天下中
心”“文化中心”的“中国”，极具吸纳性和包容性，再加上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
的正式国号，“中国”一词并没有成为哪一个民族或政权的专有名词，因此，中国古代的各个民族和政权
都可以称“中国”，都可以享用这一“美称”。

10—13 世纪，中原汉族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均自我认同为“中国”并得到部分他者认同的发
展趋势，说明中国古代的“中国”这一美称极具魅力、极具吸引力，不仅成为汉族及其政权引以为自豪
的自称，也成为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试图跻身“天下中心”“文化中心”和“以我为中心”的行列所向往的
对象。正是这一魅力，才使各个民族和政权逐步凝聚到“中国”这一旗帜之下，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
“中国”。

①

②

关于修端《辨辽宋金正统》之系年，学界有不同认识，饶宗颐依据文中“书讨论此事，岁在甲午”，按“可能是至元三
十一年( 1294) ”，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李治安依据文中有“今年春正
月，攻陷蔡城”一语，考订其文撰于元太宗六年甲午( 1234) ，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参见李治安《修端〈辨辽宋金正统〉的撰
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6 页。
胡阿祥认为“先秦时期文化概念的‘中国’是种美称”，参见胡阿祥《何谓历史? 何谓中国?》，《新世纪图书馆》2012

年第 8 期。其实，“中国”的各种概念，尤其是“天下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概念，都是一种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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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Identity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Period of Ethnic
Ｒegimes From the 10th to the 13th Century

ZHAO Yong-chun，WANG Guan
(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Jilin)

Abstract: The time from the 10th to 13th centuries was a period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ng Dynas-
ty，which was known for regimes of Central Plains Han，and the surrounding ethnic minorities，such as Liao，
Xia and Jin． All the regimes were self-identified as“China”and“legitimate”． Although there was no complete
agreement on it，some trends emerged of gradual identity and it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perfect glamour and at-
traction in the ancient“China”． Not only had it become a self-proclaimed pride of the Han and its regime，but
also it had become a target for the ethnic minorities to try to rank among the“world centers”and“cultural cen-
ters”． It was this glamour that enabled all the ethnic groups and political powers to gradually converge under the
flag of“China”and form a unified“multi-ethnic”China．

Key Words: ethnic regimes confrontation; “China”view; legitimacy view; “China”identity; self-identity;
others’identity; the unified multi-ethnic China


